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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國語尚未普及的二十世紀20、30年代，中國共產黨的白區活動深受方言

影響。方言不僅是白區黨員與民眾溝通的媒介，也是幫助白區黨員掩護身份的要

素。本文通過探究革命形勢對黨員方言能力要求的影響、不同方言區的黨員調動

特點，以及方言差異對組織運作的影響，深入發掘大革命失敗後方言與中共白區

黨組織運作之間的內在聯繫。研究發現，北方地區的方言雖然比較單一，但本地

黨員人數過少，不得不依賴帶有「南方口音」的其他方言區黨員，致使當地黨組織

內部經常因「南北」方言口音而有所區分。南方地區儘管黨員人數眾多，但包含了

諸多方言區，使得黨員調入的方言要求更為細化，難以形成大範圍的調動區域。

此外，方言差異也影響到本地黨員與外地黨員的組織分工，容易形成不會本地方

言的調入黨員坐機關，熟悉方言的本地黨員下基層做群眾工作的局面，致使黨員

調入難以達到充實組織的效果。

關鍵詞：方言　國語　調動　白區　中共黨員

近年來，學界對二十世紀民族建構中國語與方言的作用愈發關注，形成

了豐富的研究成果。相對而言，關於同時期國語、方言與中國共產黨革命之

間聯繫的研究不僅數量有限，而且往往聚焦於語言改造理論與語言普及運動

方面，較少從革命實踐本身考察國語與方言的作用1。而大多中共革命史論著 

僅僅將方言作為中共革命的背景因素，較少關注其對革命活動的實際影響2。 

顯然，相關研究的割裂使得中共革命活動與近代語言演化之間的互動容易被

低估。在國語尚未普及的二十世紀20、30年代，各方言區的分布格局對於中

共革命活動有何影響？方言差異又如何影響中共組織運作？對這些問題的探

討將有助於我們從近代語言演化的角度重新探究中共革命發展的內在理路。

革命與方言：
中共白區黨員跨方言區調動 

與組織運作探析（1927-1935）

●李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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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過探究革命形勢對黨員方言能力要求的影響、不同方言區的黨員

調動特點，以及方言差異對組織運作的影響，深入發掘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

方言與中共白區黨組織運作之間的內在聯繫，以期豐富學界對相關問題的認

識。由於在本文的研究時段（1927-1935）中，中共白區黨組織主要在漢語流通

區域活動，因此本文論述所涉「方言」特指漢語方言。同時，本文的方言分類

與分區選擇以1948年上海《申報》館印製的《中國分省新圖》為標準，以更切合

歷史當事人對方言的認識。該圖根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研究成果

編製，將全國漢語方言細分出十一個方言區，包含北方官話、西南官話、下江 

官話、吳語、贛語、湘語、粵語、閩南語、閩北語、徽州方言、客家語等3。

一　革命形勢與黨員方言能力要求

中國在長期歷史發展中形成了不同的方言，方言差異增加了不同方言區

之間的溝通難度。儘管明清時期已經出現官話以便於各地溝通，但主要運用

於應仕通商，因此只求通達。隨着歷史的發展，官話逐漸融合了各地鄉音，

形成不同區域的官話。二十世紀初，語言學界為加強民族認同感，消除方言

差異帶來的地方隔閡，發起了普及標準語音的國語運動。然而，在動盪時局

下，該運動進展緩慢。

二十世紀20、30年代是國語運動的起步階段，也是中共誕生與興起的時

期。此時國語尚未普及，各地方言差異成為中共革命不得不面對的問題。由

於各地群眾往往習慣使用方言溝通，因此，注重群眾運動的中共較早就意識

到方言在群眾工作中的重要影響。例如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員在長辛店開展

工人運動時，就提倡通過學習方言以克服與工人的溝通障礙。羅章龍對此有

詳細回憶4：

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教員幾乎全是南方人，南人操北語非常彆扭，不止

是笑話百出，有時更構成誤會。因此《工人週刊》的編輯宋天放編成《應用

京話詞彙》，油印多份，供大家學習。茲舉數例：見年長者稱「二哥」，

「大哥」便不禮貌；店主人稱「掌櫃的」、「當家的」；亂說話為「胡謅」；亂

行為為「瞎鬧」；散步為「溜躂」；話多為「嘮叨」、「羅唆」；不要為「別」（如

「別嚷」、「別鬧」）；煙酒不用稱「在理」；洋車為「膠皮車」等等。當時大家

把這本詞彙揣在懷裏隨時翻閱，過了些時，居然可以說出對方能聽懂的

藍青官話了。

長辛店屬於北方官話區，而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學生黨員多為南方人。雖然

南方學生黨員為知識階層，能掌握官話，但可能偏重於西南官話或下江官

話，與北方官話在口音、詞彙等方面仍有一定差異。如羅章龍所述，南方的

學生黨員經過專門訓練後仍帶有地方口音，被戲謔為不地道的「藍青官話」，

但大體已能讓當地工人聽懂。這說明在群眾工作中，中共黨員不需完全精確

地掌握方言，能達到溝通目的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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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學術論文 在南方黨員看來，官話中的西南官話、下江官話多少帶有一些南方口音， 

而北方官話則與南方方言全然不同，因此學習難度更大。例如1925年11月，

青年團武昌地區特別支部特派員陳養山被中央調赴河南開封時，即因方言問題 

表示異議：「弟在漢本很宜，實因言語之故，致很難活動，成績也不好，故前

函特向兄來申找事⋯⋯今一去開封，他們那邊的言語，更比漢口困難，最〔對〕 

情形又不熟悉，去後恐成績又不好；反恐怕妨害開封、漢口二地工作。」5 

陳養山1906年出生於屬吳語區的浙江上虞，十三歲隨親戚到屬於西南官話區

的武漢做學徒。從報告來看，此時陳養山到武漢僅六年，對當地的西南官話應 

該尚不能熟悉運用，因此感到「很難活動」。而開封屬於北方官話區，所以從以 

吳語為基本語言的陳養山的角度來看，開封的北方官話「更比漢口困難」。

如果說對官話的學習尚且如此，那麼對官話以外的南方諸方言則學習難

度更大。例如第一次國共合作後，廣東成為革命根據地，吸引了大批外地黨

員。但廣東使用的不僅是非官話方言，而且內部還包含粵語、閩南語、客家

語等諸多種類。即使是廣東黨員，彼此交流也存在困難。1925年1月，青年團

粵區委報告中央：「『人力車』支部的同志多數是由海陸豐來的，不會說廣州

話，更不能活動，但團體觀念甚好。」6顯然，對於外地黨員而言，廣東的方

言並非短期可以通過學習掌握。因此，一種便捷的辦法就是通過本地黨員進

行翻譯。1926年，湖北黨員陳碧蘭到廣州後受邀演講，「臨時圍繞着五一勞動

節的意義拉雜地說了一些，由廣東同志譯成廣東話，好像是在外國一樣」，並

感慨「由此可見，中國語言不統一之不便」7。在北伐軍控制區域，中共黨員

活動得到政權與軍隊的保障，因此這種方式並不妨礙工作，使得外地黨員可

以盡快參與各項活動。

如果說早期方言對中共革命的影響更多表現在與民眾的溝通方面，那麼

大革命失敗後，方言則不但涉及與民眾溝通，還直接關係到黨員的性命安危。 

大革命失敗後，地方軍警在盤查中經常將方言作為識別本地人與外地人的標

準，進而推衍至政治身份區別。尤其是各地由不同的政治勢力掌控，因而針

對的方言口音也不同。例如廣東自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起聚集了大量的外地

黨員，國民黨軍警即以廣東以外方言口音作為反共防共的判斷標準。聶榮臻

回憶，1927年廣州起義失敗後，「軍警滿街搜捕，聽講話不是廣東口音的，抓

住就殺，甚至連問都不問，看你不像本地人就殺」8。而長期為直奉軍閥所佔

據的華北地區，素來將南方視為革命的淵藪，因此尤為警惕帶有南方方言口

音的外地人。早在北伐時期，北京政府已經對南方口音的外地人嚴加盤查。

如《大公報》報導：「今於原有巡查外，增加警兵、稽查兵，及便衣稽查多名。

凡有形迹可疑，及服南人之服操南音者，尤宜詳細檢查。」9即使國民黨控制

北方後仍由國民黨內的晉綏勢力主導當地政權，但依然延續了這種排查習

慣。可見各地白色恐怖中出現的方言格局與政治格局重疊的現象。

面對這種局面，白區黨員掌握方言的程度顯然就關係到身份掩護效果。

此時隨着稽查力度不斷加大，地方軍警在識別外地人方言時已經細緻到注意

口音的差異。這也意味着即使是學習過當地方言或者同屬一個方言區的黨員， 

也可能因口音差異而受到懷疑。類似上述南方學生黨員使用「藍青官話」在長

辛店活動的情況，已不可能不被當地軍警察覺。在這種情況下，黨員即使僅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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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經過當地也存在較大風險。1930年3月，中央巡視員張若臣在湖北信陽、廣

水等地巡視時，被告知「如遇見巡查，一聽外方口音，是很危險」，因為他使用

的是湘語，所以不得不中途折返bk。黨員要通過盤查，不僅需要使用當地方

言，還需要盡量模仿當地口音，才能起到較好的掩護效果。例如龔楚在廣東

韶關被俘，通過模仿韶關口音逃過一劫，而其他同俘者均被槍殺bl。

可見，革命形勢的轉變，對黨員的方言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在不同

的革命環境下，中共的應對舉措也有所不同。例如，蘇區黨、團組織在黨、

政、軍、群開展普通話學習運動，以改造蘇區內的方言環境，逐步消除蘇區

內的方言溝通障礙，建立適宜革命發展的環境。1931年4月，中共閩北分區委

第一次擴大會號召：「加緊文化運動。識字、讀報、體育、娛樂、學普通話、

演說競賽⋯⋯等及一切文化運動，成為團的工作上一種潮流。」bm同樣，福建

漳州游擊隊隊員的訓練「分為上政治課、軍事課、政治討論會、識字班、普通

話班、讀報班等」bn。1935年8月，中國蘇區代表周和生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

表大會上報告中國蘇區的文化成就時，特別提及蘇區經過各種文化教育活

動，「語言一般的都能懂或說普通話，這些都是文化教育的結晶」bo。

相較之下，白區黨組織難以消除白區方言格局對革命的限制，只能不斷

通過調整組織以適應白區方言環境。然而，以往中共克服方言障礙的各種方

法在白區環境下已受到較大限制。大部分黨員既難以在短時間內通過學習完

全改變口音，也不便在秘密工作環境下通過攜帶翻譯解決方言溝通障礙。

1928年10月，順直省委常委張兆豐即向中央指出：「過去從旁省來的同志，在

工作上往往發生很大的困難，濟難會工作且然，群眾工作更要加甚。帶着翻譯 

去參加支部會是根本不可能的。」bp因此，對於白區黨員而言，1927年轉入地

下後不僅在政治上面臨高壓威脅，在社會中活動也因方言問題而頗受限制。

二　北方方言區的黨員調動

黨員調動是中共保障組織人事合理配置的重要方式。尤其在1927年轉入

地下後，如何運用有限的黨員滿足各地黨組織的運作需求成為白區黨組織面

臨的重要問題bq。由於國語不普及，全國的方言分布格局影響了白區黨員的

調動範圍。從方言區分布來看，全國方言區呈現出北少南多的格局。廣大的

華北、東北與西北區域為北方官話區所覆蓋，黨員彼此之間易於溝通。因此

這些地區黨組織之間的黨員互調大體不受方言影響。1933年11月，熱河特委

成員王逸倫為充實熱河黨組織，請求「由中央派同志（這點須注意熱河環境，

最好是山東人、河北人，因南方人言語不通）」br。由於山東、河北與熱河之

間通用北方官話，因此黨員調動不存在方言障礙。

因為其他方言區均處於南方地區，所以在北方官話區內，習慣將帶有北方 

官話以外的方言口音都稱為「南方口音」。大革命失敗後，隨着形勢日益嚴峻，

帶有北方官話以外方言口音的外來黨員幹部既容易引起當地軍警懷疑，也不便

與當地群眾溝通。因此，北方官話區的黨組織在申請調入黨員幹部時往往強調

「語言普通」、「能說北方話」，指的就是能夠掌握北方官話，不夾雜其他方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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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學術論文 音（尤其是「南方口音」），聽起來「普通」。例如，1927年8月，陝西省委組織

部長李子洲請求中央：「請兄方將陝西灰色〔具有社會掩護身份〕的同志，兼有

工作能力者，如梁勖、蔡振德等派三、四人回陝，擔負西安的工作。梁勖聞已

派往他處，不知振德能否派回陝西？派一、二非陝西籍同志去亦好，但語言須

普通。」bs1931年11月，河北省委向中央請求：「望中央派一擔任山西特委書

記的同志來，要能吃苦，能說北方話，一般勞苦群眾所能聽得懂的，最好是北

方人，尤其是山西人。」bt反之，如果「南方口音」明顯，則被認為不適宜在北

方官話區工作。12月，山東省委致信中央提出：「張春榮同志說話太不普通，

一聽便知是南方人，不能擔負到各縣去整理我們零星武裝、布置游戰的任務，

單在青島工作，我們在工作上不需要，所以將他送回中央。」ck值得注意的是， 

全國各地黨組織均存在調入黨員與調入地方言差異的情況。但在北方官話區這

種廣大的單一方言區內，北方官話與其他方言的區別就容易演化成為「南北」

方言口音的區分，所有運用其他方言的調入黨員往往被統歸為「南方人」。

而從黨員發展分布來看，此時革命重心處在南方，各地黨員發展南北不

均衡，呈現南多北少的格局。在1927年5月的全國黨員統計中，北伐軍控制

的湖南、湖北、江浙、兩廣、江西等南方地區發展黨員人數最多，達到

51,027人，佔全國黨員88%。而北伐軍控制之外的北方各地，黨員人數總和僅

相當於湖南省黨員人數的一半cl。高級幹部的籍貫分布也顯現出黨員南北發

展不均的格局。根據相關研究顯示，中共一大至五大的六十五名中央委員、

中央候補委員、中央監察委員、中央候補監察委員中，來自湖南、廣東、湖

北、浙江、江蘇、四川、江西等南方省份的黨員佔86.2%，而來自河北、河

南、陝西、安徽等北方省份的黨員僅為13.8%cm。

大革命失敗後，黨員發展南北不均的格局並未改變，以前的北伐軍控制

區域仍是白區革命活動的重心。廣東、湖南、湖北、江蘇、浙江等北伐前黨

員數量較多的省份依然保持了較多黨員，佔全國黨員人數的86%，而順直、

山東、河南、山西、滿洲、陝西等廣大北方地區的黨員人數僅佔全國黨員人

表1　全國黨員數量統計表（1928年6月）

南方地區 北方地區

省別 人數 省別 人數

廣東 53,000 順直 2,600

湖南 30,000 山東 810

湖北 10,065 河南 1,300

江蘇 11,500 山西 709

江西 5,640 滿洲 291

四川 1,500 陝西 3,000

浙江 6,000 安徽 541

福建 1,800

雲南 250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材料〉（1928年7月），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

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

2015），頁2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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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的6%（表1）。同樣，在1928年的中共六大中，當選的四十一名中央委員與

中央審查委員會成員中，來自廣東、湖北、湖南三省的黨員共二十四人，仍

超過了半數cn。可見，此時黨內無論是普通黨員還是高級幹部，主要均來自

西南官話、下江官話、吳語、贛語、湘語、粵語、閩南語及客家語等南方方

言區。尤其是湖南黨員的發展，在北伐時期就受到中央肯定，認為「在全國各

地黨部中，比較最有社會基礎的要算湘區」co。1927年湖南省委書記李維漢被

調往中央負責組織工作後，「從湖南帶了許多人來，安置在中央機關」cp。這

也使得在這個時期，湖南黨員成為中央派遣各地工作的主要幹部群體。

在上述黨員分布格局下，北方官話區本身黨員人數較少，難以通過同一方

言區內的各地黨組織相互調動來解決幹部不足問題。因此，儘管北方官話區的

黨組織多次強調調入黨員的「南方口音」問題，但也不得不以南方黨員幹部作

為調入的主要群體。例如1927年8月，中央派往順直地區成立北方局的六名

委員均為南方人。在滿洲省委中，南方黨員幹部調入的現象更為明顯。1927至 

1935年十五名滿洲省委書記中，只有兩名北方人，其餘均為南方人，其中更

有七名來自兩湖地區cq。這也使得北方地區黨組織中，時常因南北方言口音差

異形成調入黨員與基層黨員群眾之間的隔閡現象。1928年10月，張兆豐報告

中央：「過去順直曾因負責同志與群眾言語、習慣、性情的隔閡，發生過不少

的問題。」cr甚至順直地區有基層黨組織存在「省委〔是〕外省人」的情況cs。

同樣是調入黨員，使用北方官話的黨員往往容易在當地深入基層，因而

相較帶有「南方口音」的黨員更容易被接受。1929年5月，滿洲省委組織部的

報告提及：「省委在孟堅未去前是應付，孟尚能多向下層跑，立功病，猷以言

語關係不能動，省委指導不健全。」ct報告中提及的三人均為滿洲省委常委及

候補常委。「立功」指的是王立功，遼寧人；「猷」指的是劉少猷，雲南人；孟

堅則是河北人。當時王立功因健康原因難以工作，由中央派遣的劉少猷負責

省委工作。從報告可見，使用北方官話的孟堅尚可以在基層活動，而使用西

南官話的劉少猷在東北卻「以言語關係」不能活動，因此認為由劉少猷負責省

委工作會影響省委的指導能力。

概言之，雖然北方官話區內具有順直、山東、山西、陝西、河南、東北等 

廣大的區域調動範圍，但由於當地黨員人數較少，因此不得不大量調入其他方 

言區的黨員。而在北方官話區，調入黨員與本地黨員容易形成「南北」之分。

三　南方方言區的黨員調動

與北方地區相比，南方地區包含了西南官話、下江官話、吳語、贛語、湘

語、粵語、閩南語、閩北語、徽州方言、客家語等諸多方言區。南方方言不僅

存在官話與非官話的區別，彼此之間的差別也很大，同一種方言內部還有諸多

分支，導致相鄰地區也言語不通。例如論者指出，浙江「金華、溫州、台州（臨

海）、處州（麗水）都有自己的方言，彼此之間差異甚大」，福建「人們不用走很遠 

的路就可以聽到不同的口音，30英里以外就可能語言不通」dk。因此，與北方

官話區容易形成「南北」區分不同，南方方言區往往處於多重方言區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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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學術論文 從黨員調動來看，南方各省委所轄區域往往包含了數種方言，因此不僅

北方的黨員幹部難以調入南方，甚至南方省內黨員要進行跨方言區調動也不

容易。1928年11月，江蘇淮鹽特委的農委負責人陳治平拒絕調往滬寧區：「滬

寧區的話我既不會說，又聽不懂，跑到群眾裏去瞎惹，他們罵『江北老亞木

林』而誤了工作。」dl江北老即為「江北佬」，亞木林是上海方言「傻」的意思，

這折射出蘇北與蘇南之間的方言差異。同樣，福建包含的閩南與閩北方言也

有明顯差異，限制了省內黨員調動。1931年8月，中央巡視員姚仲雲巡視福建

後指出：「閩南、閩北，因為語言之隔膜，廈門人到福州無異到了另一個國

家，這樣使我們幹部的調動，亦發生很大的困難，許多閩南有色彩〔黨員身份

已暴露〕的同志不能調到閩北去，因為調去亦不能起甚麼作用。」dm

反之，不同省份但處在相同方言區的黨組織，彼此黨員互調則相對容易。 

例如粵語、客家語、閩南語等方言區跨越廣東、廣西、福建、江西各省，使

得同一方言區內的黨員可以跨省調動。1928年7月，廣西特委請求中央：「最

近最少派工運同志一人來指導廣西工運（能說廣東話者更好）。如中央無人 

可派，即請中央訓令粵省委派人來。」dn1930年11月，南方局巡視員陳舜儀在

閩西報告南方局：「最近我要在大埔調學秋同志去，他可到廣州工作，他是 

工人同志（大埔常委）能說廣州話。閩西亦有一工友同志會說廣州話，可派 

廣州或汕頭工作。」do可見，會粵語的黨員在廣東、廣西、福建各省之間可以

相互調動。

在南方方言繁多的格局下，南方各地黨組織在接收調入黨員幹部時往往

對方言有更加細化的要求。例如廣東黨員較多，但因省內包含了粵語、客家

語、閩南語等各種方言，因此調動黨員也面臨諸多方言要求。1928年1月， 

廣東興寧縣委指明要通曉客家語的幹部：「本縣軍事工作人員甚少，請即派能

說客話的軍事人才數人前來工作。」dp6月，廣東汕頭市委請求廣東省委調入

懂潮州話的幹部：「應派得力同志來主持工作，頗望即根照決議案派來，最好

能懂潮州土語的！」dq同樣，江浙黨組織轄區也包含吳語、徽語、下江官話等

方言及其諸多分支，因此對調入黨員的方言要求也比較多。7月，江蘇南通縣

委提出：「最好省委派一人來指導，須能講江北話的，是否可以？」dr1930年 

6月，浙江浙南特委提出：「大會一致通過要求中央派軍事指揮一人，政治委

員一人，能通本地語的為佳。」ds

南方黨員雖然人數較多，但方言區範圍不如北方官話區大，互調受到更

多樣的方言要求限制。例如湖南黨員雖然人數較多，但主要使用湘語、贛語， 

不僅在北方官話區帶有「南方口音」，在南方其他方言區也存在方言障礙。

1928年2月，被派往海南工作的黃雍報告廣東省委：「我自到瓊崖，因此間水

土不合，以致於天天病，真糟了，我現請求兩兄調我到其他地工作，或被北

江等地，因語言較通，水土氣候較好，或許我的工作收效較多，請准予所請

吧！」dt黃雍出生的湖南平江縣屬於贛語區，而海南則屬於閩南語區與少數民

族等方言區。同樣，1929年8月，中央特派員楊開明在巡視鄂南、鄂中後向中

央提出：「因籍貫不同，語言不合，工作上實大有防〔妨〕礙。亦需要調動為

宜，前已有一信給中央，望即〔給〕予准照，實為工作之利益。」ek楊開明出生

的湖南長沙縣屬於湘語區，而巡視的鄂南、鄂中地區屬於贛語與西南官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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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可見湖南黨員幹部雖然常常被上級派往各地，但在湘語、贛語區以外的

南方地區活動，同樣受到各種方言限制。

由於南方方言繁多，難以完全通過中央調動解決幹部不足問題，因此同

方言區的各地黨組織的黨員互調尤為重要，而各地黨組織間的黨員規模差異

決定了各自的幹部補充能力。廣東、湖南等本地黨員人數較多的地方黨組織

尚可通過省內黨員進行自我補充，但福建、廣西等本地黨員人數較少的地方

黨組織則不得不依賴於同方言區的相鄰黨組織；尤其是高級幹部的缺乏往往

難以通過相鄰黨組織解決，直接影響到這些地方黨組織的發展。對此，這些

黨組織不斷呼籲中央增加培訓當地幹部的名額。1928年7月，參與中共六大的

中共福建代表團提出：「請中央允許福建派一批工農同志來莫斯科學習政治、

組織及軍事等工作。除由我們回去即先選派十二人外，以後還要和別省一樣， 

按期派送。因為福建語言很雜，很需要本地同志——有理論有能力的—— 

工作。」el

然而，在中共的幹部培訓體系中，對黨員幹部的培訓選拔也有其語言要

求。中共較早就已經將方言能力作為訓練黨員、考察幹部、安排工作的參考之 

一。早在大革命時期，中共在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時，就已經開始在學生入

學檢查表中設置專欄詢問「你識何種方言」em。1930年代黨內通行的幹部調查

表中，也設有「懂何處方言」一欄。以1930年2月浙江建德幹部調查表為例，

儘管幹部調查表列出「懂何處方言」，但值得注意的是，幹部的回饋始終是圍

繞普通話能力而非其他方言能力。結合調查表「懂何國文字」一欄關注的是否

識字的問題來看，調查的關注點實際是地方幹部是否懂普通話與識字（表2）。

表2　浙江建德幹部調查表（1930年2月）

姓名 年齡 職業 籍貫 懂何國文字 懂何處方言

房森林 30 開山的農民 宣平縣×蓮 不識字 普通話可懂

關茂松 42 半自半佃的

農民

建德 不 普通話講的很

好

何友慶 40 手工業 建德 略識文字 能說普通話

王成水 — 造船工人 建德大洋鎮 白話文字，並

且能寫

普通話

陳昌榮 29 完全佃農 建德 普通白話信能

寫

普通話會講

王容坤 25 完全佃農 建德 略識中文 能說普通話

童有根 25 士兵出身 建德 普通白話能看 南方北方的普

通話都可懂

鮑寶昌 20 小學畢業，

富農

建德 白話文字 普通話

胡文駒 27 照相，小學

畢業

建德 中文 普通〔話〕能

講的很好

資料來源：〈建德幹部份子調查表〉（1930年2月），載中央檔案館、浙江省檔案館編：《浙江革命

歷史文件彙集（地縣文件1930年）》，甲7（內部發行，1989），頁9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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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學術論文 由於中央會議、幹部訓練往往採用普通話溝通，並且需要閱讀文件，因

此在黨內幹部培訓體系中，往往將「是否會普通話」與「是否識字」作為培訓 

的選拔條件。由此不難理解，在屬於吳語區的浙江建德，無論黨員是佃農、

工人還是士兵，均在調查表中填寫是否會普通話。這也意味着非官話區黨組

織的本地幹部，容易因不會普通話而失去訓練提升的機會，這顯然不利於非

官話區本地幹部的培養。1933年11月，廈門中心縣委書記許包野即對這種 

選拔條件表示了不滿：「過去對於提拔幹部的方法很呆板，總以為只有『開訓

練班』，好像除『開訓練班』之外再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訓練幹部似的。同時認為

參加訓練班的同志：最好是：『稍認識字』，並且『要會點普通話』！這樣一來，

便把工農大部分不認識字，不會說普通話的份子，拋到訓練班和幹部範圍 

之外！」en

為此，一些地方黨組織通過開設雙語培訓體系來放寬培訓條件。例如廣

東省委採取的是普通話與粵語雙語培訓系統，照顧到使用粵語的廣大本地黨

員群體。1929年11月，廣東省委指示瓊崖特委：「關於加強瓊崖工作力量的問

題，省委決定瓊崖調七個同志來訓練，條件要懂得廣州話或普通話，訓練後

如有可以回瓊崖的即回去，不能回去的由省委另派工作（不能回頭工作的一定

要懂得廣州話或普通話的才可派來）。」eo但考慮到廣東省內包含了多種方言， 

雙語體系對於會客家語、閩南語等方言，但不會粵語與普通話的本地黨員而

言，仍未能解決缺乏訓練提升機會的問題。

可見，南方方言區的黨員儘管數量較多，但方言繁多的格局分割了調動

區域，難以形成廣大的調動範圍。同時，由於黨內培訓體系將普通話作為選

拔條件，也導致不會普通話的南方黨員幹部失去訓練提升的機會，不利於非

官話區內本地黨員幹部的培養。

四　方言差異對組織運作的影響

由於黨員發展分布格局與方言分布格局的共同影響，當時白區黨組織實

際上很難滿足各方言區黨員調動的方言要求，進而影響到組織的日常運作。

大革命失敗後，中共中央推行黨員職業化、社會化政策，僅保留少數專職黨

員幹部留守機關處理機關事務，其餘黨員均需深入社會基層，通過社會職業

獲取收入以保障生活。中共中央認為該項政策既可以降低專職黨員數量，減

少組織經費負擔，又可以推動黨員深入基層，密切聯繫群眾，為革命建立群

眾基礎ep。

顯然，對於大部分需要深入基層聯繫群眾的黨員而言，方言不僅是與群

眾溝通的媒介，也是掩護身份的要素；不能精確掌握本地方言的外地黨員，

往往難以深入基層。如黨員平江在上海工廠做群眾調查時即感覺到：「因為 

語言有相當的隔閡，談話還不能深入。」eq同時，方言差異也不便於黨員實現

社會就業，反而容易引起懷疑。如湖南黨員劉英回憶在上海工作的困難：「湖

南已經回不去了，在上海，又沒有職業掩護，開口講話就要被人懷疑。」er 

這種情況在普遍使用方言的鄉村社會更為突出。1930年12月，江蘇常州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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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報告了下鄉困難：「各鄉負責人大半逃避，敵方就是土匪盤查厲害。寫信約

他們來，他們又沒地方給我們去。去了以後不敢收留，尤其口音不對，沒法

下鄉。」es據聶榮臻回憶，外地人很難在順直鄉村進行活動：「當時，我們去

農村很困難。風土、人情、穿着、語言，我們這些外鄉人，都與當地農村不

一樣，所以很難活動。」et

相對而言，機關專職幹部與外界接觸少，因此對方言要求可以略微放

寬。尤其在機關幹部缺乏的情況下，各地黨組織往往降低相應的方言要求。

1931年10月，河北省委請求中央：「派一宣傳部長，在此地環境好，能行動

的，忠實可靠的，要有女的，無論何方語言均可，須急快來。」fk可見，河北

省委由於急迫需要宣傳部長承擔機關工作，因此放寬了方言條件。甚至有時

地方黨組織會特意以方言不通為理由，將熟悉機關事務的幹部留在機關，不

派往基層。1928年，中共中央將原湖南省委組織部長何資深派往山東做基層

工作，使其重新接受鍛煉。然而，當時山東省委機關幹部緊缺，決定讓何資

深留在機關擔任秘書長。11月，山東省委向中央解釋改變中央工作安排的原

因時指出：「我們不是故意違背中央意思，實在是省委缺乏工作人才，而且何

同志是南方人，做下層工作亦有困難之處。」fl

這種組織分工在客觀上造成了機關內外黨員方言要求的差別：機關黨員

方言要求較低，而機關外做群眾工作的黨員方言要求較高。在理想狀態下，

白區黨組織機關內外分工應以技能與工作需要作為主要標準，由掌握一定技

能的黨員擔任機關幹部，而大部分普通黨員應深入基層實現職業化、社會

化。然而，組織分工中產生的方言要求差異反過來影響了組織分工本身。在

組織實際運作中，為了降低外地黨員因方言口音被捕的風險，地方黨組織往

往不得不將其留在方言能力要求較低的機關內工作。1928年7月，福建漳浦縣

黨員溫崇淵向中央報告福建黨務：「指導機關已無形崩潰。雖有一部 [分 ]外地

可靠之同志，但是他們對於地方情形不大熟識，語言不通，只有在內部做點

文字的宣傳，據各方紙上報告定點計劃，但 [對 ]各地實際情形絕對不能深份

〔入〕的明瞭定出適合應符〔付〕一切環境的策略來。」fm1931年6月，河北省委

書記殷鑒向中央提到：「廖化原來分配給鐵總工作，據說因口音的關係要交回

給我們，曾一度暫時作文書工作。」fn可見，這些黨員並非因為技能與工作需

要留在機關，而僅僅因為不通本地方言無法進行社會工作，才不得已被安置

在機關。

這樣就逐漸形成不論技能與工作需求如何，不會本地方言的外來幹部被

分配留守機關，而熟悉本地方言的本地黨員幹部被安排在基層做群眾工作的

局面。在這種情況下，外地黨員的調入只會增加機關黨員數量，而不能充實

基層群眾工作，形成機關工作與群眾工作的隔閡。這顯然與中共推行黨員職

業化、社會化的初衷相違背。1928年1月，浙江省委宣傳部長梅龔彬指出：

「浙省的工作最好是浙省人做。因為外省人在言語上感到極大的困難，高高在

上，不能跑到群眾中間去。」fo1931年1月，廣東省委宣傳部長李富春也向中

央提出：「廣東幹部既少，存在的也不能留在廣東，外江人來此，又不能接近

群眾到下面去，如果盡是外江人組織省委，結果就會走到機關中來作工

作⋯⋯我希望中央派兩個真能到下層去的人來充實省委，如果派來的人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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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學術論文 我一樣不能說廣東話的只能坐在家中，對廣東工作無多大益處的。」fp有意思

的是，梅龔彬與李富春本身就是外地調入的機關幹部，不諳當地方言，但同

樣感受到這種外來幹部坐機關、本地幹部下基層的分工問題，可見該現象已

經頗為突出。

除了無法充實基層，調入黨員大量積壓在機關勢必增加機關費用支出。

在上級撥付經費固定的情況下，留守機關黨員增多即佔用了其他工作的經費

支出，妨礙地方工作的開展。1929年，中共中央逐步取消津貼制度，實行黨

費自給，使得各地黨組織經費更為緊張fq。在這種情況下，地方黨組織更為

抗拒上級調入不懂本地方言的黨員。例如1931年12月，河北省委向中央抱怨

調入黨員閒置導致經費進一步緊張：「此地下層工作人員是夠的，以後不必派

來，尤其是南方人，因為參加不進生產，因為環境惡劣，因為說話不懂，因

為沒有特殊技能，到此地後，一點辦法也沒有。過去派來的黎、李兩對夫

婦，還有過去在此的別的南方人，現還只好閒着。而且經費困難，工作費已

沒法維持，而他們還要剝削一筆。」fr

在地方黨組織愈發抗拒存在方言差異的黨員調入的同時，黨員個人也以

方言差異為由申請調離。1928年8月，中共南路特委委員周頌年在給廣東省委

的報告中批評了黨員梁超群：「派他到化縣時，未和縣委接頭便跑轉頭，因何

事故返來，他則說該地沒有農會、赤衞隊的組織，不能夠工作，並且該地的

人不能懂得他的說話。但看他的樣子都是一個不很決心和吃苦去工作，並且

他表示不願意在南路工作。」fs1930年10月，浙江浙南特委報告中央：「鄭同

志派入第二師去（台州），蘇同志即以溫地語言難懂，工作難於着手為辭，分

配他的工作始終不接受，因此自由離溫赴滬。」ft從報告中可見，黨組織認為

黨員個人僅僅以方言差異作為託詞拒絕工作安排，意圖調離。此時方言差異在 

組織運作中已經在調入黨員與黨組織之間形成一種明顯張力，影響到地方黨組

織的整體運作效率及穩固程度。1931年，共產國際明確提出，中共須將黨內

60%的幹部人才派往蘇區，白區黨員幹部人數進一步減少gk。8月，中央承認

各地黨員幹部已經不敷調配：「因幹部需要的增加與幹部的缺乏，形成幹部恐

慌的現象。」gl這使得方言差異對白區各地黨員調動的消極影響更為凸顯。

五　結論

二十世紀20、30年代，國語尚未普及，各地之間的方言差異不僅影響了

人們的日常溝通，也影響到中共在各地的黨員調動。尤其在1927年後，轉入

地下的白區黨員更需要熟悉方言，作為開展群眾工作以及掩護身份的工具。

不同於蘇區黨組織可以依託革命政權開展普通話學習運動，通過改變當地語

言環境逐步消除方言溝通障礙，白區黨組織難以改變所處環境的方言，使得

白區黨員的調動受到中共黨員發展分布格局與方言分布格局的共同影響。北

方地區的方言區雖然比較單一，而且方言運用範圍較大，但本地黨員人數過

少，不得不依賴帶有「南方口音」的其他方言區黨員，致使當地黨組織內部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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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存在明顯的「南北」方言口音區分。南方地區儘管黨員人數眾多，但包含了

諸多方言區，使得黨員調入的方言要求更為細化，難以形成大範圍的調動區

域。由於黨員調動難以完全匹配當地方言，本地黨員與外地黨員的組織分工

也容易受到影響，形成不會本地方言的調入黨員坐機關，熟悉方言的本地黨

員下基層做群眾工作的局面，致使黨員調入難以達到充實組織的效果。由此

可見方言障礙對該時期中共白區黨組織運作的潛在制約效果。

直到1930年代中後期，這種被動局面才逐漸得以改變。一方面，就外部

環境來看，隨着南京國民政府大力推行國語運動，不僅規定「所有印行小學教

科書、兒童讀物、及各種書籍雜誌，均須查照辦理，其不合標準國音出版物

者，並應停止印行」gm，而且電報、廣播均採用國語標準音，使國語標準音得

以逐步推廣。儘管國語尚未在基層完全普及，但這種趨勢使得國語的使用日

漸頻繁，在客觀上有利於不熟悉本地方言的地下黨員運用普通話進行活動。

如抗日戰爭時期參加地下工作的馬識途回憶：「地下黨領導人員應該有準備隨

時更換的服裝、證件，平時就留心準備偽裝的必要的社會知識，經得起敵特

盤查而不露形迹，而且臨時要有改換籍貫的本領，即改口說別的地方的語言

而不露相。最好是改說普通話，不易為人注意。」gn此時普通話已經「不易為

人注意」，可見語言環境的變化。另一方面，就中共內部而言，自1935年中共

經過長征在北方建立根據地，實現革命重心北移後，不僅北方黨員與知識份

子黨員比重大為提高，而且繼續在根據地開設普通話學習班，為調動熟悉普

通話的黨員在各地從事活動提供了條件go。

可見，二十世紀的國語運動與中共革命活動雖然看似毫無交集，但實際

相互關聯。隨着革命重心轉移與國語運動的推廣，中共對方言障礙的應對舉

措逐漸從適應各地方言轉變為推動國語普及。這使得1930年代中後期，中共

根據地黨員的調動範圍得以大幅擴大，但同時也逐漸拉大了與通用方言的地

方幹部之間的語言差異。此後在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幹部南下過程中，這種

語言差異及其伴隨產生的組織磨合成為中共不得不面對的新課題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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